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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中华文化传承之谜
这一单元讲述中华文明传承之谜，从文字和思想的角度解读中西文明差异，分析中西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探讨思维逻辑在中西方文明中起到的作用，并对中华文明的江南现象做重点描述。

第1节 西方与中华文明演进基础的比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分析世界历史各主要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后得出结论，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在本讲座中，我希望能讲一个比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更大的历史脉络，希望大家能古为今用，从中有所收益。本讲中超出我专业范围的说法都是假说，提出来供各位不同专业的同学探讨，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
一、地理因素在中西历史分流中的作用
    地理环境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文明在初始阶段彰显不同特征并沿不同路径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西政治制度的最初形态和核心原则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西方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国处于内陆地区，肥沃的大河平原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土壤。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政府，其消极影响就是明朝及以后，帝国发展进入衰退期，摒弃了唐宋盛世时期对外开放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外交政策，这也成为中国在明朝以后发展缓慢，在15、16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逐步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从语言文字角度看中西文明差异
文字会直接影响到人的逻辑思维。文明传承中，文字起到了基础作用。不同的文字或会造成历史的延续或断裂。中西文字的差异直接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的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三、从宗教制度看中西文明的演进
 东西方文字的差异或可成为中西宗教差异的一个原因。
使用不同文字的东西方民族的思维差异，造成对待宗教中不可知问题上的逻辑差异。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多神崇拜，讲究实用。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思想对现实社会提出的纵向和横向理想秩序的安排，影响巨大。儒教和西方的新教一样，都属于理性主义。西方是新教理性主义，东方是儒教理性主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之一即是通过它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和“仁”的思想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道德制约。
第2节 西方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比较

中西方的历史分流是在多种因素诸如文字、思想、制度、对外政策等相互作用、互动的合力之下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和演进，本部分主要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层面来考察中西文明在不同方向上的历史演进，中西方文明演进的不同路数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其转折期亦因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有所差别。
一、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一阶段：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哲
东西方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
 
二、东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二阶段：皇权文化和教权文化
人类文明是从公元前221年到约12世纪，以皇权文化的确立和巩固为特色；对西方来讲是指欧洲的中世纪，从公元476至1453年，以教权文化为特色。在这一阶段，中西方文明演进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展开。中国是皇权文化，中世纪的西方是教权文化。
三、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三阶段：人权文化

    西方文明演进的第三阶段是从16世纪至18世纪。对中国来讲，南宋以后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中华文明的江南现象。西方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神权文化走向人权文化。
第三节 中华文明中的江南现象

一、江南文化的三个阶段

加州学派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在十八世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占整个世界GDP的30%-40%，最发达的地区就在江南。
所以，江南现象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同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类似，江南文化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吴越文化。第二阶段是江南文化，从经济上讲，这个地方可称之为运河文化；从文化上讲，可称之为徽派文化。第三阶段是海派文化。
二、江南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中国文化中心在南宋以后转移到江南，作为正统的孔家搬到江南衢州后，儒家思想即吸纳了官方主导思想，并与当时皇权形成结合，逐渐超越地域文化的范围，影响了整个当时的文化。南宋以后，中国80%的思想家出在江南，如黄宗曦、王阳明、戴震等，这或许意味着江南从南宋时起逐渐成为全国的思想文化中心。
三、江南文化中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是江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京杭大运河在唐宋两代继续得以疏浚整修，宋代以后沟通南北物资的运河贸易不断发展并日益兴盛，江南社会亦形成了以运河贸易为重要动因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为特色的江南文化颠覆了关中文化的等级概念，商人的地位得以提升。
这是江南商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单元  历史大分流之谜
引言 从制度安排看中西大分流

   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经济中心的多元的世界。西方在其中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性优势”。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通过土地的集约经营、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节能技术的应用，以及区域贸易的扩张，实现了堪比现代化早期西欧的经济增长。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是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江南尽管经济发达，但缺少煤炭资源；而欧洲是在通过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自身的土地和能源压力后，才与非西方世界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而我们认为，18世纪中西发展殊途受均田制和长子继承制的不同影响。
第一节 汉唐兴衰的制度因素
一、唐代盛极而衰的两个内在因素：均田制崩坏与黄泛问题
   唐代盛极而衰的标志是安史之乱，战争原因在于，政治中心和人口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已经南移。以关陇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在均田制下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已经不够供给，必须通过漕运将南方粮食转动至北方。周转的权力控制在节度使手中，由此，有了造反的本钱。天宝年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均田制及其崩坏；其二是黄泛问题；三是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主要原因。
二、均田制在历史上促进了人口再生产
中国历代王朝边界的稳定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王朝周期性盛衰变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 均田制推动了农具的革新和人口再生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使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它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

三、均田制中造成中国人多地少国情的深层原因
均田制的崩坏和黄泛问题，是唐代盛极而衰的内因，藩镇制度之弊是唐朝衰败的外因。今天之所以要研究均田制，是因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也是一种均分土地的财产分配制度。
四、探索当代土地财产制度改革的历史前提 

建国后大兴水利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打下了设施基础，没有治黄治淮的水利工程，凤阳小岗村的成功案例不可能出现。家庭承包制在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公共水利设施失修问题日益严峻。今天中国要搞土地财产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土地存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以及水利工程的兴废为讨论的前提。
第二节  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

一、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
公元10世纪以后，欧洲产生了四种家庭财产继承制度，长子继承权逐渐变成主干的继承权制度。在东亚社会，日本采取的也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保证了大地产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土地能以基本固定的形式代代相传，有利于封建财富（贵族家庭财富）的积累，从而为向资本转化提供了条件。没有土地的次子们被迫离开家庭和土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社会的积极流动和工商业的充分发展。
二、欧洲发展中的“次子行为”
 均田制是守成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基本局限在大陆的地理极限范围内。而不公平的长子继承权，使次子们对内追求平等的社会秩序，对外追求获得新的土地，这促成了历史上欧洲的扩张行为。
三、从农具革命看创新背后的制度因素
资本主义产生在纬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农具革命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基础。
第三节  人口迁徙背后的制度因素

一、人类文明与人口迁徙的关系
人类文明是走出来的。人类迁徙原因有几种，一是生存需要，人会为寻找食物而迁徙；二是生产需要，如游牧生产方式会沿固定路线迁徙；三是宗教冲突，如摩西出埃及；四是战争。
二、中国的人口迁徙问题：被动迁徙与内卷化发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迁徙意愿不高。中国的人口迁徙主要是被动的，出于人口压力、生存需要、灾害影响、生产方式、政治因素等原因，其中人口压力和战争是主要因素，宗教冲突的因素极少。由于地理环境限制，中国的人口迁徙表现为内卷化。
三、欧洲人口迁徙的启示：主动迁徙与创新发展
欧洲人口迁徙是主动迁徙。不合理的欧洲长子继承权制度，维持了土地规模经营，逼迫次子们主动迁徙和不断创新，促成了中西大分流。
四、研究人口迁徙的当代意义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移民社会基础上的，当代的移民潮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以史为鉴。二是，面向未来，针对移民社会特点和趋势，设计促进社会不断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
第三单元 康氏长周期之谜

第一节  康氏长周期理论

一、康氏长周期理论概述
康氏长周期理论来自于一个经验公式，认为世界经济存在一个48年到64年的区间波动，即平均差不多50年左右的长波。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4个康氏长波周期。
二、为什么会存在康氏长周期

熊彼特认为科技创新与经济长周期之间存在客观联系。科技革命存在重心转移规律。康氏长周期就是“工业化时代生产的无限发展和需求有限增长”的危机周期。

第二节 世界经济长周期中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结构性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同时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动荡。具有结构性经济联系和各种内在制度规定性的、一体化的现代世界体系才是考察16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
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

世界经济的等级制结构由处在中心地位的核心国家和处在外围或者半外围地位的边缘国家所组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是有殖民地的，他通过国外殖民地，通过投资和贸易来解决他的生产过剩问题。第二类国家是通过创新，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来解决他的老产品过剩问题。第三类国家即没有能力去海外找殖民地，也没有能力搞创新的产品来替代他生产过剩问题，于是就处在革命和战争的边缘。

二、三类国家的演变与经济长周期密切相关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既是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力量兴起和传统农业国家边缘化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结构和连续性发生“偏转”的过程。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及其结构变动是导致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和深层原因。
三类国家的演变与经济长周期密切关系，涉及到科技创新、革命与战争和社会主义运动。
三、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长周期中的表现
社会主义运动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紧密相连的，也存在周期性。社会主义革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爆发，并蔓延到东欧和中国，是因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俄国是第三类国家，无法通过投资和贸易去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又没有殖民地可供倾销产品，也没有科技创新的实力，只有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不断对自身固有矛盾进行修正，也在不断改变着经济长周期对政治周期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对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应对。
第三节 康氏长周期与中国

一、近代中国的深重苦难与长周期中西方世界的扩张

近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西方兴起、东方衰落的过程，长周期中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从一开始就通过战争的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中国在第二次长波周期中由第一类国家沦为第三类国家，世界体系因此而改变。
二、当代中国的高速增长缘于把握了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脉搏

旧中国的衰落的原因在于闭关锁国，远离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世界体系的变迁中沦为第三类国家；新中国崛起的原因在于把握住第四次长周期中产业发展的机遇，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机遇与国内优势的顺利对接，改革开放和快速城市化是两个重要因素。
三、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把握第五次长周期的发展机遇

当前正处于两次科技革命的过渡期、转换期。第五次科技革命是新能源革命，目标是突破“人类增长的极限”。新科技发明到产业化的过程，存在一个红绿灯的现象，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成为了第一类国家，在第五次长周期中需要把握新能源革命的机遇，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第四单元 “中国道路”之谜

第一节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道路历史轨迹的独特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是长周期里面的第三类国家，选择的是“早熟的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战争、计划经济等都是长周期危机调整的手段，这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原点。为了在列强封锁中立足和发展，中国只能选择内部强制性原始积累的方式发展。改革针对的是这种强制内部积累方式所带来的弊病。
第二节 “人多地少”的国情独特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瞩目成就，应当归功在牢牢把握住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我国经济社会的每一次转折变革，实际上都与“人地关系”基本国情紧密相联。

一、“均土制”与中国人地结构

中国人多有历史的制度因素，中国是多山之国，山地、丘陵和高原的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平原仅占12%，最终形成人多而地相对少的“人地结构”。
二、人口国情：从总量失衡到结构失衡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最大的国情。当前，人口结构问题超越总量问题，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未来30年，我国人口总体上将呈现为“总量居高、结构失衡”的基本态势。
三、土地国情：总量、结构与制度问题

中国土地同时面临总量、结构与制度三方面问题。土地总量首先要保证粮食安全，要长期保障13亿至16亿人口的粮食供应
。土地结构的问题是土地供应总量与结构难以适应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土地的总量瓶颈与结构失衡压力的相叠加。从根本上讲，如今土地问题的困境，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所引起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节 从改革走向复兴的道路
一、改革路径切合中国国情

中国改革首先考虑的是最大的一部分群众、农民，怎么通过改革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改革从农村起步。
二、计划生育、人口红利与产业发展

中国35年的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每一个阶段的推动力都不一样，从农业开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机电、重化工，再到住房与汽车。未来需要重建人口红利。
三、土地制度、农村改革与城镇化

农业与农村的改革发展需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制定改革的升级版方案。家庭农场或可成为农村改革的切入口之一，其可成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升级版，并代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四、重新审视走向复兴的三大战略选择

35年改革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分为三块，一个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个是区域的发展战略，还有一个是城市化的发展战略，这是三位一体的战略。
第五单元   世界新秩序里的中国
第一节  世界体系的调整和重构

一、新时期世界体系的调整动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兴起，世界体系呈现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多极化；二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加深。

二、世界体系调整的主要内容

全球决策体制调整是世界体系调整的核心，调整的动力来自三类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模式正面临国际发展理念多元化的挑战。
第二节 世界秩序重构中存在制度趋同现象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
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改造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问题。

一、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同现象

资本主义内部呈现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混合经济”的形式，国有经济成为有效补充；企业组织形式由单人业主制向股份公司制转变，公司治理模式日益趋同化；政府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介入和干预，市场竞争融入诸多计划元素；福利国家被当成解决制度危机的答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社会主义也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技术

二、如何看待不同社会制度的趋同现象

趋同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理论界的热议，赞同与批评接踵而至。不同社会制度在新形势下的趋同现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社会制度的某些趋同不会改变资本疯狂逐利、自我毁灭的本质。
第三节 世界融合趋势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塑国民精神将是伴随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战略任务。处理两类冲突，实现三大战略目标，中国要突破内外部双重约束。维持政权稳定、重塑民族精神、继续深化开放将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 关于语言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国内有相关的研究，此处列举两例：蔡京红.从东西方宗教看汉英语言差异[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1)；张曲.从委婉语与禁忌语看东西方文化差异[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 轴心时代已成东西方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的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20世纪70-80年代，以� HYPER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7668" \t "_blank" �本雅明�•史华兹（Benjamin.Schwartz）和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为首的一批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外国学者有贝拉（� HYPER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495149" \t "_blank" �Robert� N.Bellah）、� HYPER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7668" \t "_blank" �本雅明�•史华兹、佛吉灵（Eric Voegdin）等；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华人学者包括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汤一介、余英时等。


�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此时期江南文化内涵丰富，总体而言，江南文化包括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理学思潮和以市民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引自：陈国灿.从南北文化互动看江南地域精神[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9-11.


�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倪端编著.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


� 弗兰克.白银资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这个命题。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是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至2012年，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研究分析认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因此，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明确提出了18亿亩耕地概念，“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于2009年正式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管理方式，存在很多争议。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地关系中长期存在和面临的总量问题，最后怎样很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改革探索。


� 刘鸣.以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化理论解读国际体系转型[J].现代国际关系. 2009(01)：48-55.


�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 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4:348.


�  陈学明，罗骞.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J].中国社会科学. 2008(05)：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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